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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燕是山西省太谷县下辖的自然村。因 1980年的
考古发掘而声名鹊起。近期，故宫出版社推出《太谷
白燕考古》专刊，全面介绍当年发掘工作准备，发掘
成果及学术价值等。笔者 1981年全年参加白燕的田野
考古生产实习，也是唯一全程参与晋中考古 （包括晋
中调查和游邀发掘） 一线工作的亲历者，自然倍感亲
切，与有荣焉。四十五年前，白燕发掘工地上那热火
朝天的情景、先生们的音容笑貌，师生间的友情互
动，恍若昨日，历历在目。

龙头项目 超越非凡

白燕考古是晋中考古的龙头。晋中考古是国家社
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河北张家口地区
山西晋中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两大支柱
之一。1980年春，为安排进修班田野考古实习，国家
文物局、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
组建晋中考古队。

实习地点选在哪里，挖什么类型、什么时代的遗
址都是问题。张忠培先生让许伟负责选点，向苏先生
请教。苏秉琦明确指示发掘地点要在晋中寻找，工作
目的就是探索“中原”与“北方”的文化关系。因
此，许伟把考察的重点锁定在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
月余后，十几处遗址的调查资料送到北京，先生看
后，敲定地点就选白燕遗址。同时，要求以首次发掘
为契机，从长计议，建设科研与教学双赢的基地。白
燕由此进入紧张有序的考古发掘周期，历经 1980、
1981两个年度。经验证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白燕发掘拉开了晋中考古的序幕。1982、1983 年
根据白燕提出的线索与课题，晋中考古队分别在娄
烦、汾阳、孝义、离石、柳林五县进行考古调查与试
掘。收获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以往的认识。在白燕遗址
分期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从仰韶到东周三十多段考
古学文化遗存的编年序列。根据陶鬲的线索，1987、
1989 年晋中考古队开始了忻州游邀遗址的重点发掘，
取得关键性突破。从白燕发掘到晋中调查，再到忻州
游邀考古工作结束，加上补充性调查，田野工作累计
十年，整理研究延续至今。

晋中考古是目的明确、主动性强的区系类型理论
的具体实践。苏秉琦先生亲自为白燕选址把脉，时刻
关注发掘进展，成为晋中考古开局的亮点。白燕遗址
凝结着他战略规划的心血，忻州游邀遗址留下了他实
地考察、悉心指导的足迹，加之，黄景略、张忠培、
王克林三位先生从始至终的呵护关心，许伟老师殚精
竭虑、全力以赴，以白燕为龙头的晋中考古，终于在
1986年进入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行
列，太谷白燕因此被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白燕开局 超越预期

白燕发掘令人振奋。两个年度总计发掘面积 2100
平方米，收获大量珍贵资料，识别出白燕一期 （仰韶
晚期）、白燕二、三期 （龙山时期）、白燕四、五期
（夏商时期）白燕六期（两周之际）等文化遗存，初步
确立白燕遗址文化编年的框架，揭示出晋中地区不同
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书写出中国考古区系类型的
新篇章。因此，对晋中地区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

资料表明，南起灵石口，北至雁门关，以太原盆
地、忻定盆地为中心，包括晋西高原和晋东山地的部
分地区，属于晋中文化区。其仰韶早期，大致属于晋
南枣园文化范畴，与后岗一期文化有密切接触。仰韶
中期与陕晋豫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别无二致。仰韶晚
期，以白燕一期文化为代表，年代与中原地区的半坡
四期和泉护二期相当。龙山早期只在太谷白燕遗址发
现“庙二”釜形斝，其后便是双鋬鬲一家独大的崭新
局面。进入夏代，高领鬲秉承双鋬鬲的传统，一方面
经营坚守晋中，另一方面继续南下漳河与东出太行，
为先商代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这些成果为学术界高度重视。邹衡先生等曾亲临
指导。因此，白燕发掘不仅起点高，而且后劲足。白
燕遗址有四种器物，给人印象深刻。一是 F2 的釜型
斝，二是夏商时期的多套鬲，三是商代嘬口罐，四是
晚商大墓的金耳环。这四种器物特征鲜明，指示出晋
中白燕与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亲缘关系，与太行山
东麓商文化的血缘关系，与殷墟妇好墓的亲属关系，
与石楼青铜器的族系关系，成为日后深度研究的增
长点。

陶鬲谱系 超越文化

白燕最有特点的器物是鬲。最先提出鬲谱课题的
也是白燕。陶鬲纵贯白燕遗址第三、四、五期。尤以
第四期夏代高领鬲，第五期商代高体鬲夺人眼球，此
前无人知晓其存在与否，更不知其意义何等重要。白
燕考古不仅将前人关注的陶鬲系统科学地挖出来，还
提炼出逻辑清晰、穿越时代的传承谱系。陶鬲是中国
古文化中含金量较高的标型器，往往是文化与族群的
标志。早在 1947年，裴文中《中国古代陶鬲及陶鼎之
研究》，1948年苏秉琦《瓦鬲的研究》均分别发表在当
年的《中国考古学报》。邹衡对二里岗和殷墟商鬲的研
究，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咬定陶鬲不放松”
正是晋中考古的核心理念。

但是，白燕高领鬲却是以往不曾认识的新类型。
所有的分型分式必须从头搞起。其怎样发展和如何演
变必须通过反复实践，不断检验才能逐步认识的。那
时，晋中地区还鲜有可资比较的材料。特别是白燕第
三期的陶鬲数量少，且不能复原，但与高领鬲的关联
却显而易见，探索其来龙去脉自然就成了下一阶段的
首要任务。

晋中调查在多个地点发现富含大量陶鬲的遗存。
白燕的线索进一步增多。这类鬲以肩部的双鋬为特
征，数量多，形体大，在晋中及其以北地区有广泛分
布。以往被称为陕西龙山文化的新类型，老虎山文
化、新华文化、朱开沟文化、杏花村文化，实际上都
是其不同的称呼。调查材料还显示，汾阳、柳林、孝
义等地的双鋬鬲在形态方面有明显区别，还有类型划
分与年代分期的可能。它们与白燕高领鬲尚存有明显
差距。因此，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材料仍需继续

寻找。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忻州游邀遗

址的发掘终于形成了对晋中双鋬鬲分期、分类和年代
的全面认识。特别是许伟在游邀遗址最晚的几个单位
中，甄别出双鋬鬲是怎样转化为白燕高领鬲的具体环
节，从而把晋中地区的双鋬鬲、高领鬲和深腹鬲紧密
地连成一体，晋中地区龙山到商代的文化基因就这样
被识别出来。谱系传承是超越时空、超越文化的内生
动力，是晋中地区生生不息，稳定发展的核心力量，
是文化共同体持续进步的基本保障。

龙山时代的双鋬鬲、夏代的高领鬲，商代的高体
鬲均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原生器，均有自己的发展序
列，演变规律比较清晰，谱系关系可以确定。其中，
双鋬鬲经过矮领双鋬鬲向高领双鋬发展的过程中几乎
没有缺环，之后演化为高领鬲，双鋬退去，高领不再
有纹饰，带沟槽的实足跟出现。目前在晋陕高原只有
忻州游邀遗址有足够的资料证明上述的变化与规律。
而高领鬲向高体鬲的发展也只见于太谷白燕遗址。尽
管时代不同，但三者实属同宗同脉的传承大系却不容
置疑。许伟称之为“晋中主根脉陶鬲”，既是对晋中陶
鬲谱系的别样表述，也突出了其独树一帜的显赫地位。

这种情况与山东地区的史前陶鬶颇为相似。与晋中陶
鬲一样，那里的史前陶鬹，泛指东夷族群的文化共同体，
在学术界广为流传。有鉴于此，晋中陶鬲的概括乃是中国
考古的惯例，其优势不仅是言简意赅，名副其实，而且，
有助于在历史长过程中和更加辽阔的空间范围内考察上古
遗存的发生与发展，推进族属研究，钩沉娀商古史，解读
晋陕高原的独特风光。

白燕连接晋陕高原的南北两端，晋中陶鬲对应山
东地区的史前陶鬶。历史上的“东夷西戎”原本就活
灵活现地流淌在现实生活中。资料表明，戎族群的综
合实力超乎想象，其文化上类型多样，文献上更是名
目繁多，相对复杂。石峁、芦山峁和陶寺古城都与陶
鬲有不解之缘，且集中分布在晋陕高原地区，足以说
明戎族群超级强大，实力不凡。

晋中陶鬲是中国陶鬲谱系的核心与主脉。此前，
人们的认识仅仅局限在某个时空范围内，或某种考古
学文化中，而此后，从文化格局，谱系传承，族群属
性，历史作为等特殊意义才进入到新的境界。这是

《太谷白燕考古》的最精彩的精华内容，与惊艳时光的
特殊魅力。

透物见人 超越传统

白燕考古的传奇还在于：透物见人，超越传统，
为妇好寻故里，为先商找源头。而且是两重证据，铁
证如山。显而易见，科学发掘和深度研究是白燕考古
的两面旗帜。

众所周知，1976年发掘的殷墟五号墓被研究确认
为妇好墓葬。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三大配偶之一，是中
国古史记载的巾帼第一英雄，但她究竟来自何方却鲜
为人知。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等稀
世珍品。其中的青铜嘬口罐最引人注目，与其他青铜
礼器风格迥异，一望可知并非商人用器，但此器确有

“妇好”铭文。无独有偶，白燕挖出的陶质嘬口罐和忻
州宴村发现的陶质嘬口罐，刚好与此完全相同，别无
二致，正所谓“娘家器物证娘家”，青铜嘬口罐原是模
仿妇好家的陶器制作，属媵器一类，代表着妇好的出
身。如此，“妇好”及其母族的来源和家乡的问题获得
关键性证据，研究因此出现重大转机。白燕发掘提供
出新证据，犹如为此论焊上封条，使其成为定论。白
燕商代遗存的性质也就不言而喻了。陶鬲谱系、卜辞
研究和历史文献等多学科信息拧成一股绳，打造出严
密完整的证据链，让有娀的家乡定格在晋中地区。接
下来，有娀国都，有娀之墟，有娀联姻、历史贡献诸
问题便不断浮出水面。

简言之，晋中考古认识了本地的文化面貌，捋顺
了双鋬鬲到高领鬲再到高体鬲和商式鬲的发展谱系，
印证了殷墟卜辞关于娀商联姻的研究成果，揭示出一
个族群用几百年的时间，托起一代王朝的崛起，写就
将陶鬲进行到底的鲜活历史，不仅撬开商人起源的古
史大门，更为中华文明的主根脉贡献出有血有肉、浓
墨重彩、能见可考的历史新证。

科教双赢 超越一流

白燕考古的初心就是科研教学的双赢。四十五年
后的回望，答案就写在 《太谷白燕考古》 的字里行
间。区系类型的工作模式、透物见人的研究模式、生
动活泼的教学模式是白燕经验的三大法宝。参加过白
燕考古发掘的人都知道，白燕的田野考古教学生动活
泼，别开生面，很有特色，作为教学科研基地的经
验，曾在吉林大学校内进行交流，荣获校级优秀教学
成果奖，并以《着眼学科发展现实需要，加强田野考
古教学科研工作》 为题，在校刊 《高教研究与实践》
1989年第3期发表。昔日的辉煌，见证了白燕考古教学
与科研基地的历史地位。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考古发
掘经费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白燕仅仅依靠租
用的民房，建立起白燕教学科研基地，成为晋中考
古的大本营，为五县调查，游邀发掘提供不可或缺
的重要支撑，成为吉林大学田野考古教学的一面旗
帜。白燕经验证明，田野考古教学必须始终坚持考
古学的底层逻辑，实事求是，从材料出发，以问题
为导向，不断增强对材料内涵的理解，逐步扩大历
史场景复原的思路，精准概括规律性现象，丰富知
识体系的新内容。

其实，田野考古教学的成功与否，只有两个硬性
指标来衡量：一是出人才，二是出成果。参加白燕发
掘的大约有130人，他们在后来的考古生涯中，有的成
为基层文博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成为高校教师队
伍的中坚力量。他们对白燕的田野考古教学有口皆
碑，共同的感受就是十六个字：全新体验，超乎想
象，提高很多，超越自我。

毫无疑问，《太谷白燕考古》是晋中考古的最后一
张拼图，既是完美收官，也是深层总结。当年考古前
辈的殷切期望，项目设计的预期目标均已实现，更是
直接把超越写进了历史，因此，必将成为中国考古的
经典名篇载入史册。

陶器通常是以破损形态进入考古情境中
的，长期以来研究重点多放在复原完整陶器进
行类型排比、年代判断和文化分期，较少追问陶
器破碎后又经历了什么。如果将目光从器物形
制转向史前聚落的日常生活，当陶器受损后，并
未立即退出日常生活，它们可能会被修补后重
新投入使用，或被改造为次要用途，这一现象在
仰韶文化尤为突出。

对仰韶文化核心区即豫西、晋西南及关中
地区64处已发掘并发表资料的遗址进行统计，
明确存在陶器再利用现象的遗址有57处，占比
达 89.1%，陶片改制的圆陶片达上万件，陶刀达
上千件。这一比例及数量说明，陶器再利用并非
个别遗址、个别场景下偶尔出现的，而是仰韶聚
落中普遍的日常生活实践。

根据陶器破碎程度及功能是否转换将仰
韶文化陶器再利用分为三个类型，其破碎程度
依次递增，器物功能从容器主导向非容器功能
转变，最终回归物质原料层面，再利用的彻底
性逐级增强。

破损陶器的二次利用

边缘出现缺口或裂纹通常不会影响使用性
能，而延伸至器身的裂纹则可能会影响容器的
储液能力，只要残损未严重到影响基本容器功
能，器物仍有继续使用的价值。此类再利用可分
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不作改造，直接转作他用；
另一种是经过修补改制后继续使用（见图）。

1.无改造二次利用：指破损器物未经任何
人工修整，直接转作其他功能。民族考古学研究
揭示了陶器无改造二次利用的多种形式，如破
损的盆、钵常被用来盛放种子、调料或作为饲养
幼畜的食槽。此类再利用未留下明显的人工痕
迹，在考古材料中较难识别，目前仅在少数遗址
中发现例证。如西阴村遗址残盆（H34：5），出土
时为半个残盆，内有较厚一层红色颜料。应为破
碎后未做改造直接被当作调和颜料的容器。

2.经过修补改制的二次利用：不改变破损
器物容器功能的前提下进行局部修整，包括缀
孔修补与修磨改制两种方式。

缀孔修补 这是新石器时代最常见的陶器
修补技术，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出现。在器物
破裂处的两侧对称钻孔，再用植物纤维绳或皮
条将破裂部分缀合在一起，不对器物原有形制
做大幅改动，维持其原生形态与主要功能。这
一技术相对比较稳定，缀孔修补的器物集中在
钵、盆两类，少量瓶、缸上也有修补现象。在新
安荒坡遗址、渑池班村、枣园遗址、西安鱼化
寨、蓝田新街遗址、华县泉护村等遗址多有发
现。新安荒坡遗址钵（H21：2）上口部有两处裂
缝，均钻两个圆孔缀合修复，孔径 0.3 厘米。枣
园遗址平底钵 F1：30，在靠近器物的口沿位置
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小圆孔，两孔十分规整，位
于两块可以拼接起来的陶片相对应的位置，相
距 2 厘米，应是在使用期间器物已经损坏，当
时对其进行修复时钻开了一对圆孔用来穿系
绳索。大河村遗址发现一件白陶陶环有缀孔
T11⑥D：88，两端各钻圆孔一个，这是目前发
现的极少数非容器类器物的缀孔修补案例。

修磨改制 仅对破损部位做简易修整，如修
整打磨断口，使其能够继续作为容器使用。被改
制的有鼎、瓮、豆、罐、盘等多种器形。东关遗址
豆盘（H31：5），豆座残缺，器底可见修磨痕迹，
残后可能作钵使用。盆（H56：114），由圈足器改
制，沿残，修磨后成窄沿，圈足残缺后将底边磨
平，继续使用。河津固镇遗址盘（T103③d：1），该器本为豆，圈
足残破后，又经打磨，继续使用，底部仍留有圈足未全部磨掉的
痕迹。

能被二次利用的陶器偏向钵、盆这类盛器，材质以泥质为
主。一方面夹砂陶易破裂，不适合钻孔修磨，另一方面钵、盆作
为日常生活用具中数量多且移动频繁的器物，更容易损坏，因
此更有被再次利用的现实需求。

陶片改制

陶器作为“容器”的生命结束后，对陶片进行二次加工，制
作成可再次利用的非容器类器物，原器物只作为“原料坯件”，
其功能发生根本转换。这是仰韶文化中最常见的陶器再利用形
式之一。在57处明确存在陶器再利用现象的遗址中，有55处发
现陶片改制器物，占比高达96.5%。这一比例表明，陶片改制不
是个别聚落的特殊习惯，而是横跨仰韶文化各阶段、贯穿多个
区域的一种基础利用方式。

从制作工艺看，仰韶文化陶片改制主要依赖打制、磨制与
钻孔三类手段。打制便于快速获得大致形状，磨制则可进一步
修整边缘提升器形规整度，钻孔则与悬挂、系缚、旋转等具体功
能相联系。根据功能是否明确，可将改制器物分为功能明确类
与功能不明类两组。

功能明确类 主要包括陶刀、陶纺轮、陶锛、陶铲、陶网坠、
陶锥、陶钻等生产工具类及陶环、陶坠等装饰品。

功能不明类 以圆陶片最具代表性，此外尚有舌状陶片、磨
边陶片、多角形陶片、双刻槽条形器等。这类器物虽然可确认经
过二次加工，但其具体用途并不总是能够从形制直接推断。有
些可能兼具生产、游戏、计数、象征等复合属性，因此较难以单
一功能概括。

陶片再循环

当陶片过于破碎，无法改制为实用器物
时，陶片会作为建筑骨料或制陶原料重新参与
物质生产过程，不再以器物残件的形态存在，
而是进入物质原料层面的循环。需要指出的
是，这一类现象的证据性质与前两类并不完全
相同。对于个别遗址中碎陶片是否为先民有意
识掺入，抑或在取土、填筑过程中混杂进入，仍
需结合具体遗迹形态、堆积结构与材料组合作
进一步分析。

在仰韶文化遗址中，碎陶片在建筑中的应
用较为突出，主要包括柱洞柱础、柱洞壁修整、
房基铺垫、墙基填土与灶址建造等方面。

柱洞柱础：在姜寨、零口村遗址，碎陶片与
石子等混合被填入柱洞起柱础作用。姜寨遗址
F1部分柱洞内填石子、碎陶片、料姜石块，红烧
土块等。零口村遗址房址柱洞，先在地面挖一竖
穴，填入夹有红烧土块、碎陶片的黄土，槌打坚
实。将木柱竖立穴中，填入黄泥或者黄土，槌打
坚实，形成硬土圈，柱竖立穴中填入褐色土，槌
打坚实。这样的硬土圈分两层，内层为黄胶泥
圈，外层为灰色硬土圈。

柱洞壁修整：芮城东庄遗址与蓝田新街遗
址均发现柱洞壁加固技术，芮城东庄遗址
F201、F203部分柱洞以羼有陶片碎粒的黑细泥
涂抹洞壁与洞底，厚度可达5厘米，质地十分坚
硬。蓝田泄湖遗址F5柱洞则进一步采用细碎的
红陶片拌细泥涂抹再经火烧烤，平整而坚硬。这
种做法的技术逻辑与夹砂陶制作原理相近，细
泥羼入陶粒减少开裂。

房基铺垫与墙基填土：垣曲苗圃遗址
F101，房基填土有大量陶片。渭南白水下河遗
址F2，内墙填红褐色土，为烧土块、碎陶片、小
石子、草拌泥混合构成，这种混合增加了墙体
的强度。

灶址建造：蓝田泄湖遗址 F3，室内正中有
一“瓢”形灶坑，灶坑壁采用细碎的红陶片搅拌
细泥涂抹，然后经火烧烤而成，表面光滑坚硬。
临潼姜寨遗址K6，灶面铺一层夹砂陶片，陶片
下红烧土厚5～10厘米。

仰韶文化陶器再利用的特征与历史演变

从器物生命史的角度看，破损陶器的处
理方式大体呈现出由修补续用、陶片改制到
材料再循环的层级递进：当器物仍可维持基
本容器功能时，往往通过修补继续使用；当其
难以继续作为容器使用时，部分陶片会被改
制为非容器类器物；而当陶片过于细碎、不再
适于改制时，则可能进一步作为原料重新进
入生产过程。并不是每件陶器都会依次经历
上述多个环节，而是反映出破损器物在处理
方式上的层级差异，并且不同类型之间并不
均衡，其中，陶片改制最为普遍，共见于 55 处
遗址，陶器二次利用共见于 18 处遗址，陶片
再循环仅有 7处。

从区域分布看，陶器再利用现象不仅集
中见于豫西、晋西南和关中核心分布区，在甘
青地区、内蒙古中南部以及豫中、豫西南、豫
北冀南等外围地区也有发现。以陶片改制为
例，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出现频率，核心区
都明显高于外围地区。这说明，陶片改制首先
是在仰韶文化核心区域内较为普遍的生活实
践，而在外围地区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接受
与延续。

从时间序列看，仰韶文化陶器再利用现象并非短时存在，而
是贯穿于仰韶文化初、早、中、晚整个阶段，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其
中，圆陶片与陶刀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两类改制器物，其数量消长
能够较清楚地反映陶片改制现象的历时变化。仰韶文化初期至早
期，圆陶片更为流行，核心区圆陶片数量高达4000余件，这一现象
延续自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老官台文化传统，说明其背后的使用习
惯与观念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到了仰韶文化中期，圆陶片数量
显著减少，陶刀的数量与分布范围显著增加，陶刀的数量超过圆
陶片，成为改制器物中的主流类型。这一变化表明，仰韶先民对陶
器的再利用是会随着生产方式和日常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具
体形式的，仰韶文化陶器再利用具有持续性和适应性。

结语

仰韶文化陶器再利用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广泛存在于仰韶
文化分布区、贯穿发展全程并有历时性演变的一种日常生活实
践。过去对仰韶文化的讨论，集中于彩陶、聚落布局、房址、墓葬
和农业经济，破损陶器常被视作不言自明的附属材料。但正是
这些不起眼的残器和陶片，更能揭示史前社会最具体、最真实
的生活逻辑：资源有限，器具须尽可能反复利用。对仰韶先民而
言，陶器不是完整有价值，破了就作废的一次性物品，而是能够
随着形态变化不断转换用途的物质资源。仰韶文化陶器再利用
现象所揭示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修补改制，也反映了史前聚
落社会中日常生活、资源利用方式与物质观念的一个重要侧
面，这些带有裂缝、钻孔、磨痕和改制痕迹的残器，或许更能让
我们接近仰韶先民真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

［本文为2025河南省财政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论仰韶
文化陶器再利用现象”（2025HKYJKY03）成果 作者单位：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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